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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拟人归因”到“联盟建立”： 

人与聊天机器人关系对参与度的影响* 

磨  然 1  方建东 1,2,3#  常保瑞 1,2,3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 桂林 541006) 

(2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桂林 541004) 

(3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桂林 541006)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的迅猛发展, AI 聊天机器人可模拟人类指导以改善在线

自助干预(Internet-based Self-help Interventions, ISIs)中用户的参与度及疗效。然而, 学界对聊天机器人作用机

制的探索尚处初期阶段。因此, 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 文章基于人机关系的视角提出了适应 ISIs 情

境的理论模型：聊天机器人可与用户经历拟人归因、功利性价值判断、发展依恋关系、建立数字治疗联盟

(Digital Therapeutic Alliance, DTA)这 4 个阶段来逐步发展人与聊天机器人关系(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 

HCRs), 并通过 HCRs 提高用户参与度。未来研究可继续丰富 HCRs 的相关理论并检验其内在机制, 基于 HCRs

理论来设计聊天机器人, 深入考察影响 HCRs 的额外变量, 统一参与度的操作定义并开发适合的参与度测量

工具。 

关键词  聊天机器人, 参与度, 人与聊天机器人关系 

分类号  B849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基于传统心理

咨询/心理治疗技术但更灵活、经济、便捷的在线

自助干预 (Internet-based Self-help Interventions, 

ISIs)也应运而生(Mrazek et al., 2019)。近年来, ISIs

的可行、有效性得到了较多证据支持(Izzaty et al., 

2021; Johansson et al., 2021; Sun et al., 2021; 

Taylor et al., 2021; Weisel et al., 2019), 但用户的

高脱落率及低参与度仍是 ISIs 当下要面临的巨大

挑 战 (Taylor et al., 2021) 。 所 谓 参 与 度

(Engagement), 指的是用户体验或用户参与 ISIs

内容的程度(Christensen et al., 2009; de Geest & 

Sabaté, 2003; Leeuwerik et al., 2019), 其与疗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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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Asaeikheybari et al., 2021; Cavanagh et al., 

2018; Karyotaki et al., 2017; Puls et al., 2020; 

Tetley et al., 2011)。尽管有人类支持可提振用户参

与 度 (Baumeister et al., 2014; Richards & 

Richardsosn, 2012; Spijkerman et al., 2016), 但实

际的人力投入也会限制 ISIs 的即时性、可拓展性

以 及 成 本 效 益 。 可 喜 的 是 ,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术的聊天 机器人

(Chatbot)可嵌入 ISIs 中模拟人类指导, 其相较于

传统 ISIs 程序更能促进用户参与度及疗效(Perski 

et al., 2019; Provoost et al., 2020b; Vaidyam et al., 

2019)。然而, 国外的该领域研究仍处在对 ISIs 聊

天机器人可行性、有效性进行检验的阶段, 国内

则鲜见相关研究, 学界对 ISIs 聊天机器人的作用

机制仍知之甚少(Bassi et al., 2022; Gabrielli et al., 

2021; He et al., 2022; Skjuve et al., 2022b)。鉴于此, 

有必要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 使聊天机器

人的设计更具针对性以进一步促进 ISIs 的效果。

故文章将通过人与聊天机器人关系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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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bot Relationships, HCRs)的视角来解释 ISIs 聊

天机器人的作用机制 , 深入讨论 ISIs 情境下

HCRs 的发展过程及其对用户参与度产生的影响, 

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HCRs 的发展过程及其对用户参与度
的影响 

从 人 机 交 互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的角度来看, 用户参与度低是由于交互体验

缺乏所致, 因此传统 ISIs 程序的静态交互不利于

提振用户的参与积极性(Doherty et al., 2012)。反

之, 具有自然语言会话能力的聊天机器人能使用

户主动参与而非被动接受信息, 其形态从单一的

聊天头像到虚拟化身(Avatar), 是一种更为积极活

跃的社会行动者(Appel et al., 2012; Doherty et al., 

2012; Go & Sundar, 2019; Ly et al., 2017)。此外, 

基于言语或非言语的会话行为是关系萌生的必要

条件(Bickmore & Picard, 2005), 因此, 聊天机器

人将有希望与用户建立、发展 HCRs, 并通过关系

纽带来提升用户参与度。 

鉴于 HCRs 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Human−Human Relationships, HHRs)发展有相似

之处 , 一些 HHRs 理论也可用于解释 HCRs 

(Hendriks et al., 2020; Schuetzler et al., 2020)。例

如, Skjuve 等人(2021a)为理解 HCRs 的发展过程

而在广受验证的人际理论—— 社会渗透理论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SPT)的基础上建立了

解释 HCRs 发展的三阶段模型：第一阶段, 探索

阶段, 用户因对隐私或安全等因素的顾虑而对聊

天机器人持谨慎态度, 体现在自我暴露较少, 且

信息高度肤浅; 第二阶段 , 情感阶段 , 用户对聊

天机器人的功利性价值进行判断, 并发展与聊天

机器人的依恋关系, 其交互频率与暴露深度也因

而得到促进; 第三阶段 , 稳定阶段 , 用户保持与

聊天机器人的依恋关系, 与聊天机器人的交互也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自我暴露降低, 并更

倾向于分享日常事件。随后, Skjuve 等人(2022b)

又进行了为期 12 周的纵向研究验证了此模型的

解释力, 并揭示了 HCRs 渐进式发展的特性。然

而, 此模型虽具新颖性, 但迁移至 ISIs 情境仍存

在着几个问题：一是此模型并未考虑人机交互之

初的认知加工过程, 而直接讨论了关系发展部分; 

二是此模型并未解释每个 HCRs 阶段下的心理机

制 ; 三是此模型更侧重于理解亲密关系的发展 , 

若将该模型迁移至 ISIs 中, 还需进一步考量心理

咨询/心理治疗情境的特殊性, 并调整 HCRs 的发

展方向。因此, 本文将在 Skjuve 等人(2021a)的基

础上结合人机交互及心理学领域的理论 , 将

HCRs 模型进一步完整化、具体化, 并使之适应数

字心理咨询/心理治疗。 

2.1  阶段 1：拟人归因 

拟人化 (Anthropomorphism), 即人类把似人

特征(如形象、言语等)、动机、意图或情感赋予非

人对象(如无生命的物体、动物)的认知过程(Epley 

et al., 2007), 具 有 启 发 式 (Heuristics) 的 特 点

(Tversky & Kahnemann, 1974)。一般而言, 当用户

与聊天机器人初次接触时拟人化即被启动, 用户

会因其似人的外形或是会话能力而无意识地将其

当作另一个人来对待(后简称“拟人归因”), 基于

此 , 用户会更倾向于以人际交往策略与之交互

(Nass et al., 1994)。随着交互频率增多, 用户可能

也会将更深入的特征, 如动机、意图、情感等逐

步归因于它们(许丽颖 等, 2017), 而拟人化的加

强也将促进 HCRs 的发展(Pentina et al., 2023)。因

此, 拟人归因可能是发展 HCRs 的关键起点, 而

理解其内在机制将有助于促进 HCRs 的发展。 

首先, 用户会在内在动机的驱动下对聊天机

器人作拟人归因。基于 Reeves 和 Nass (1996)提出

的媒体等同理论(The Media Equation, TME), “媒

体无异于现实生活”、“人们会对媒体产生社会的、

本能的反应 , 即便他们意识到这并不合乎理性 , 

甚至认为自己不可能作如此反应”。而媒体等同理

论的重要研究范式——计算机是社会行动者范式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CASA)也认为用户

倾 向 于 直 觉 地 关 注 计 算 机 呈 现 的 人 类 线 索

(Human Cues), 如其输出的文本、语音、语言风格、

可以与人互动的特性等, 并忽略计算机呈现的工

具性线索, 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与人一般的

社会行动者, 并以一定的社会规则(如偏见、礼貌、

互惠等)对其产生社会化的反应(如信任、喜爱等) 

(Nass et al., 1994)。然而, 用户为何会作无意识反

应？基于 Epley 等人(2007)的三因素理论, 拟人化

由诱发主体知识(Elicited Agent Knowledge)、效能

动 机 (Effectance Motivation) 以 及 社 会 动 机

(Sociality Motivation)三个协同作用的因素构成。

因此, 在人机交互之初, 用户更偏重于对非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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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初级线索(形象、言语等)进行拟人的推理、归

因, 其目的在于为效能动机、社会动机的满足提

供良好的认知基础。 

其次, ISIs 情境的特殊性将促使用户产生积

极的感知。基于社会线索减少理论(Reduced Social 

Cues, RSC), 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中用户接

收到的社会线索(Social Cues)会因网络带宽的限

制而减少, 这些有限的社会线索还会因为代偿效

应而受到强化, 用户的心理状态也因此更容易被

影响(Tanis & Postmes, 2003), 并体验到感知流畅

性 (Perceptual Fluency), 即一种主观上感受到的

愉悦、放松(Labroo et al., 2008)。新近且广受检验

的综合理论——超人际交流理论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HI)也认为, 由于人机交互过程中社会

线索的减少, 用户将更倾向于将聊天机器人过度

理想化而忽视其技术缺陷, 并使用更多的印象管

理策略来增进“好感” (Walther, 1996)。 

最后, 用户的社会存在感(Social Presence)将

得到增强, 并影响其参与度。所谓社会存在感, 即

个体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感觉, 包括了共同存在

(Copresence)、心理参与(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

行 为 参 与 (Behavioral Engagement) 三 个 维 度

(Biocca et al., 2003)。由于用户受其内在动机及有

限社会线索的影响 , 其 “社会存在感启发式 ” 

(Social Presence Heuristic)将得到良好激发(Sundar 

et al., 2008), 这也是 HCRs 发展之初, 聊天机器人

影响用户参与度的核心要素。有研究指出, 被试

的社会存在感被聊天机器人激活后, 其行为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将显著增强(Mozafari et al., 

2021)。而在 Blut 等人(2021)的元分析中也发现, 

社会存在感中介了拟人化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基

于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行为意向是影响用户内在动机、预测用户

实际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Ajzen, 2012)。此外, 若

被试感到与聊天机器人互动就像与真人互动一样

生动, 那么信任感将更容易建立, 且参与度也会

因此提高(Brendel et al., 2022; Hassanein & Head, 

2005; Lee et al., 2021)。 

综上所述, 良好的拟人归因(形象、言语等初

级线索)是 HCRs 发展的前提, 用户会因此如对待

人 类 一 般 与 聊 天 机 器 人 进 行 类 社 会 互 动

(Parasocial Interaction), 并为效能、社会动机的满

足提供良好的认知基础。随着 HCRs 的发展, 拟

人化将逐渐以动机驱动为主, 拟人归因为辅, 目

的是使得个体需求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 在

效能、社会动机的推动下, 用户将强化有限的社

会线索, 进而使得社会存在感提升并影响其参与

度, 而拟人归因也将更为深入(动机、意图、情感

等高级线索), 并进一步促进 HCRs 发展。 

2.2  阶段 2：功利性价值判断 

功利性价值(Utilitarian Value), 即一项产品对

用户功利性需要的满足程度, 如信息获取、效率

提升、问题解决等(Choi & Drumwright, 2021)。在

HCRs 发展初期, 用户也倾向于对聊天机器人的

功利性价值进行判断, 进而确定其自身的实际需

要能否得到满足。具体而言, 聊天机器人是否能

根据用户现阶段的期望而展现出其实际作用, 如

准确且个性化的心理健康信息、流畅且自然的对

话能力、精准且智慧的上下文理解能力、丰富且

优质的技能服务等, 将影响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

接受度。因此, 探究功利性价值判断的机制, 将有

助于具体化聊天机器人的功能设计并使 HCRs 得

到促进。 

首先, 用户倾向将聊天机器人定位为“工具”

并关注其实用性。一方面, 拟人归因虽有利于营

造良好的前期印象, 但由于用户的信任感尚未建

立, 因此, 他们在与聊天机器人交互时也不会作

较深入的自我暴露, 这也将导致此阶段的 HCRs

仍是肤浅的(Skjuve et al., 2021a)。同时, 有研究指

出人类实际上对聊天机器人持有刻板印象, 认为

它们尽管在“智能”上具有挑战人类的能力, 但其

本质上并不具备情感能力。原因在于, 人类倾向

将聊天机器人的反应识别为程序运算的结果, 而

非“自发的”, 这也阻碍了人类与之作更深入的情

感交互(Wirtz et al., 2018)。另一方面, 基于“使用

和满足框架” (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Framework; 

Rubin, 1983), 用户是积极、理性且目标导向的 , 

因此, 他们会试图寻找并选择那些能够满足他们

特定需求(如互动、功用、娱乐、信息获取、社会

地位等)的媒体产品, 这也是用户在 HCRs 发展之

初更关注聊天机器人实际作用的原因。 

其次, 功利性价值判断将影响用户的主观态

度。基于广受验证的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用户对技术的功利性

需求可归纳为有用性和易用性两方面, 它们将决

定用户对技术功利性价值的态度, 并影响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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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意向(Legris et al., 2003)。例如, 在 Kamita 等

人(Kamita et al., 2019)的 ISIs 研究中, 聊天机器人

在有用性、易用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传统的

Web 程序, 而聊天机器人组被试(N = 15)也表现出

更高的参与积极性, 并在行为意向上的得分显著

高于 Web 程序组被试(N = 12)。与之类似, Park 和

Kim (2023)也发现, 感知有用性能正向预测被试

与心理聊天机器人进行社会交互的意愿。而技术

接受模型的修正—— 期望证实模型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el, ECM)则进一步提出了用户

评估功利性价值的可能机制, 即用户可能会将其

使用产品前的期望与使用后的感知有用性进行对

比, 以确定其期望是否得到证实, 而期望的证实

与否将决定其满意度(Bhattacherjee, 2001)。例如, 

Dhiman 和 Jamwal(2023)基于期望证实模型来探

究被试持续使用聊天机器人的原因, 研究结果显

示, 被试对聊天机器人的感知有用性及使用后的

期望证实对其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在 Xie 等人

(2022)的研究中, 相较于技术性(Technology)、娱

乐 性 (Hedonic) 以 及 社 交 性 (Social), 功 利 性

(Utilitarian)是用户满意度的最强预测因素。 

最后, 用户的后续参与行为也将受上述两种

因素的影响。一是行为意向, 其作为个体采取某

项行动的意愿强度, 将能直接影响用户的参与动

机及实际参与行为(Ajzen, 2012)。若用户的行为意

向水平足够高, 他们往往也会倾向于与聊天机器

人交互并参与 ISIs 课程。反之, 若用户的参与动

机 不 稳 定 , 则 很 难 保 证 其 后 续 的 参 与 行 为

(Alfonsson et al., 2017)。二是用户满意度, 其作为

更综合的评价指标, 除了能直接影响用户的参与

动机外也能影响忠诚度, 是用户持续与聊天机器

人交互的重要影响因素(Cheng & Jiang, 2020)。例

如, Zhu等人(2022)发现, ISIs聊天机器人的功利性

价值(个性化的信息呈现)能显著改善用户满意度, 

而用户满意度也与其持续使用聊天机器人的意愿

呈显著正相关。然而, 在 Liu 等人(2022)为期 16

周的 ISIs 研究中, 聊天机器人组被试的参与度随

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对此, 研究者认为聊天机

器人除了存在技术缺陷之外, 其不能呈现有用且

令被试满意的内容也是关键的原因。 

总的来说, 此阶段是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探

索阶段, 用户可能会对聊天机器人持有刻板印象, 

认为其仅是一个不具备情感能力的工具。在此基

础之上, 通过使用和满足框架可推知, 聊天机器

人需先呈现出其作为一个有效工具的价值, 在可

用性、易用性、期望证实等方面证明其重要性, 并

促进用户参与度。此时, 通过 Epley 等人(2007)的

三因素理论可进一步推知, 随着用户与聊天机器

人互动频率的增加 , 他们对聊天机器人的认可

度、熟悉度、确定感将得到提高。由于这一过程

满足了用户对陌生事物理解、预测和掌控的需要

(效能动机), 因此 , 拟人化将得到增强并间接地

提升用户好感度, HCRs 也将进一步发展。 

2.3  阶段 3：发展依恋关系 

依恋(Attachment), 是指个体在婴孩时期与其

他重要对象所发展出的一种长久且稳固的情感纽

带(Bowlby, 1988), 这种经验会影响个体归因并在

成长过程逐渐内化为独特的依恋风格(Attachment 

Styles), 并作为今后与朋友、亲人、恋人或个人所

有物建立关系的模板(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其中, 影响个体归因的关键在于其所体验

到的安全感的水平 , 个体每经历一次人际交互 , 

都会将过往的依恋风格代入其中, 并评估所获得

的安全感, 进而作出影响关系发展的行为(接近或

回避) (Adams et al., 2018)。近年来, 依恋理论也开

始在传播学领域中被广泛应用, 以解释个体对非

人对象(如宠物、品牌、虚拟人物等)情感依恋的发

展以及维系关系的动机(Bauer & Woodward, 2007; 

Pedeliento et al., 2016; Wanser et al., 2019; Xie & 

Pentina, 2022)。随着 HCRs 进一步发展, 聊天机器

人作为一种活跃的社会行动者, 也很有可能与用

户发展出依恋关系。 

首先, 人类的认知、情感加工机制有助于人

机依恋的产生。例如, 有研究发现用户在与具有

似人特征, 特别是呈现了关系线索(如幽默和同理

心)的聊天机器人持续交互时, 他们对聊天机器人

的认知推理可驱动他们对聊天机器人情感的感知, 

反过来, 这种情感感知也会影响他们的认知判断

(Lee, S. et al., 2020; Sánchez-Franco et al., 2021; 

Spatola & Wudarczyk, 2021)。在 Beck (1995)的认

知模型中, 认知与情感也相互影响。此外, 基于心

智感知理论(Mind Perception Theory), 用户实际

上会综合认知、情感两个维度的感知对聊天机器

人做拟人化的信息加工, 并形成感知心智的归因

推理(Waytz et al., 2010), 进而影响其与聊天机器

人互动的意愿(Blut et al., 2021)。而著名的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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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Dual-Process Theory)也指出, 个体的认知过

程可分为理性的认知部分(如功利价值感知)和非

理性的情感部分(如情绪价值感知) (Stanovich & 

West, 2000)。因此, 认知和情感在人机交互的过程

中相辅相成并共同塑造用户体验, 并促成聊天机

器人与用户的依恋关系(Abdulrahman & Richards, 

2021; Bickmore et al., 2005; Choi & Drumwright, 

2021; Pentina et al., 2023; ter Stal et al., 2020)。 

其次, 聊天机器人也可具备发展依恋关系的

关键条件。一方面, 聊天机器人除了更可靠、更

容易被控制外, 它们还能发挥“安全基地”和“避风

港”的功能 , 通过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或是缓解

其痛苦来使个体产生一定程度的依恋(Rabb et al., 

2022)。例如, 在 Zhou 等人(2020)的介绍中, 聊天

机器人“微软小冰”以其独特的情商系统使其能在

交流、情感和社会归属感等多方面满足用户的精

神需求, 并与用户成功地建了依恋关系, 进而促

进用户长期且持续的活跃。而 Xie 和 Pentina (2022)

研究结果也表明, 当被试在痛苦和缺乏陪伴之际, 

若其感知到聊天机器人 Replika的理解, 并得到适

当的情感支持、鼓励, 他们就有可能对 Replika 产

生依恋。另一方面, 聊天机器人具有自然语言对

话的天然优势。因此, 它们的“表露”也能促进人机

交互的频率及用户的自我暴露, 并使用户体验到

被接纳感、亲密感以及排遣孤独等持续的内在奖

励 , 进而使依恋得到发展 (Skjuve et al., 2021a, 

2022b)。在社会渗透理论中, 更多的信息传递及逐

步的自我暴露是信任的表现, 而信任也被视为关

系发展的关键先决条件(Altman & Taylor, 1973)。

例如, 在 Kang 和 Gratch (2014)的研究中, 被试在

与深层自我表露的聊天机器人互动时, 也会回应

以更多的自我暴露, 并对聊天机器人更信任、更

亲密。随后, Lee, Y. C.等人(2020)的研究也发现, 

深层自我表露的聊天机器人比浅层自我表露及无

自我表露的聊天机器人更能促进用户的自我暴露, 

同时也与部分被试成功地建立了依恋关系。 

最后, 依恋关系的发展将促使用户更长期地

参与 ISIs。由上可知, 拟人归因及功利性价值判断

虽为 HCRs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认知基础, 并促进

了社会存在感及人机交互的频率, 但它们均为短

期视角。一方面, 若只注重认知方面的影响, 用户

对聊天机器人的拟人化仅会停留在浅层的拟人归

因(如外在形象、言语上的似人性)。另一方面, 聊

天机器人若越高效、实用, 它们的定位则越会偏

向于一个高效的“工具”而非一个具备感受能力且

值得信赖的“伙伴”, 这也将导致用户与它们的联

结逐渐弱化, 参与度也会因而下降。在心智感知

理论中, 若个体认为类人物体缺失情感感受能力, 

他们就会否认其“人性”, 并拒绝与之平等交流

(Waytz et al., 2010)。反之, 寻求社会接触、社会

联系、社会认可等社会、情感需求不但是个体在

关系中最基本的诉求, 也是促使其更长期、稳定

地参与 ISIs 的重要因素(Epley et al., 2007)。因此, 

若要使 HCRs 得到稳定地增强, 用户需更积极地

参与人机交互, 而聊天机器人也需要有所“作为”, 

为用户提供“情感价值”。如此, 用户在社会动机的

推动下才可能将聊天机器人进一步拟人化, 把更

深层的特征(如动机、意图、情感等)逐步归因于它

们(许丽颖 等, 2017), 并与它们建立依恋关系来

使自身的情感需求得到更持续、充分地满足(Xie 

& Pentina, 2022; 赵欣 等, 2012), HCRs 的发展也

会因拟人化的加强而逐渐走向深入(Epley et al., 

2007; Pentina et al., 2023), 并进一步提高用户的

参与质量。 

综上所述, 拟人归因及对功利性价值判断均

是影响用户参与 ISIs 的短期因素, 若要使用户在

更长的周期内保持活跃, 情感因素将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因此, 用户在社会动机的驱动下会将

聊天机器人进一步拟人化并与之建立依恋纽带 , 

在他们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的同时, HCRs 也将趋

向深入——从“工具”逐渐过渡至“伙伴”。若用户对

聊天机器人的依恋转移至对 ISIs 任务的依恋, 他

们将更倾向于积极、持续地参与其中(McGonagle 

et al., 2021), 如此, 将聊天机器人用于心理咨询/

心理治疗方面的目标也开始得以体现。 

2.4  阶段 4：建立数字治疗联盟 

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 TA), 即咨询

中来访者与咨询师之间的合作关系(朱旭, 江光荣, 

2011), 是治疗效果的稳健预测因素 (Flückiger 

et al., 2018)。有一系列研究发现, TA 不仅限于人

与人之间, 人类也能无意识地与虚拟程序建立联

盟关系, 而这种在 ISIs 情境中建立的联盟关系, 

被 称 之 为 数 字 治 疗 联 盟 (Digital Therapeutic 

Alliance, DTA), 也即人类与程序间的“合作”关系

(Berger, 2017; D’Alfonso et al., 2020; Darcy et al., 

2021; Heim et al., 2018)。有研究发现, DTA 不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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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具有概念一致性(Conceptual Invariance), 而且

也能预测疗效的改善(Luo et al., 2022)。此外, TA

中的情感纽带维度与安全依恋相似且高度相关

(Mallinckrodt & Jeong, 2015), 而不安全依恋, 特别

是回避型依恋, 则是导致 TA 破裂的关键(McGonagle 

et al., 2021)。换至 ISIs 情境中, Hertlein 和 Twist 

(2018)也发现, 回避型用户可能会低活跃、低参与

(排斥), 焦虑型用户可能会过度使用程序(依赖)。

因此, 在依恋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 DTA 的视角理

解 HCRs 的进一步发展将更适应 ISIs 情境。 

首先, 建立、发展 DTA 将更利于 ISIs 目标的

达成。第一, 在实际的心理咨询中, 咨询师和来访

者间应避免双重关系, 在 ISIs 中也不应例外。第

二, 建立 DTA 的意义并不在于提升用户对聊天机

器人的接受度、满意度, 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励用

户作出积极改变。第三, 建立 DTA 能使 ISIs 的过

程更公开透明, 具体而言, 聊天机器人需与用户

就如何实现某些目标以及如何落地而达成协议 , 

并对其使用的技术及隐私协议等信息开诚布公

(Law et al., 2022)。由此可见, DTA 是一种经由深

思熟虑的且目的明确的人机关系模式。鉴于 ISIs

的目标是使用户的心理问题得以改善, 因此, 此

阶段应调节 HCRs 的发展方向, 使聊天机器人与

用户建立 DTA、发展合作关系, 而非其他依恋关

系(如朋友、伴侣)。 

其次, 以前三阶段为基础, 建立 DTA 将更为

容易。基于过往的 TA 定义, 无论是经典的三维结

构(任务一致、目标一致、情感纽带) (Bordin, 1979), 

亦或是四维结构(开放性、信任、合作关系、情感

纽带) (Agnew-Davies et al., 1998), 都包含了认

知、情感两大成分：认知成分, 指对治疗目标和

任务的认可; 情感成分, 即积极的情感联结或个

人依恋, 如相互信任、喜爱、尊重、关心、坦率

等(朱旭, 江光荣, 2011)。而在 ISIs 中, 认知、情

感 也 同 样 被 认 为 是 促 进 DTA 的 关 键 途 径

(D’Alfonso et al., 2020; Tong et al., 2022)。一方面, 

用户在拟人归因后会无意识地把聊天机器人当作

社会行动者, 并经由理性的认知过程(功利性价值

判断)形成聊天机器人是否满足其需要的认知评

估, 进而有助于“共识”的达成。另一方面, 随着

HCRs 的发展, 用户将对聊天机器人产生情感依

恋, 进而影响情感纽带的建立。基于此, HCRs 的

阶段性发展将为 DTA 的建立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 通过促进 DTA 发展, 用户参与度也将

进一步提振。在促进 DTA 方面, 当个体在需要关

心、支持时与一个充满爱心的对象进行互动, 其

安全感将得到加强, 并体验到被爱和被照顾的感

觉。若这种影响能得到长期、稳定地重复, 个体

的 不 安 全 依 恋 可 能 会 逐 渐 转 变 为 安 全 依 恋

(Bowlby, 1988; Mikulincer & Shaver, 2020; Nanjappa 

et al., 2014)。因此, 可通过增强安全感的交互来启

动个体对安全依恋的感知, 以此强化情感纽带进

而促进 DTA 发展。而对于具体的交互设计, 可参

考咨询师与来访者发展 TA 的策略, 为聊天机器

人设计专门的关系线索(磨然 等, 2023)。例如, 在

传统的心理咨询中, 咨询师若善解人意、真诚一

致并无条件积极地关注来访者, 咨访关系即可迅

速、健康地发展(Rogers, 1957)。同样, Skjuve 等人

(2021a)认为, 聊天机器人若要与用户建立、发展

DTA, 最关键的也是以接纳、理解、不评判等关

系线索来给予用户情感支持。对此, Bell 等人(2019)

也强调到, 理解、共情能力的缺乏将使得聊天机

器人无法建立有效心理治疗所需的关系强度。总

之 , 聊天机器人可先模拟咨询师身份来建立专

业、可靠的初步印象, 而后则需依托其良好的功

能体验来得到用户的认可并提升复用率, 进一步

则是在与用户交互的过程中兼顾咨询伦理规范 , 

并不断呈现强化情感纽带的关系线索(如友好、尊

重、不判断、倾听、鼓励、真诚、共情、信任、

自我表露等) (磨然 等, 2023)。如此, 则可在 HCRs

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将依恋关系调节为更有利于

ISIs 目标的联盟合作关系。当 DTA 建立后, 用户

的自我保护将减少, 自我暴露将更深入并更愿意

合作, 其参与度及治疗效果也因此得到积极的改

善(Heim et al., 2018; Liu et al., 2022; Provoost, 

2021a)。例如, Goldberg 等人(2021)发现全自动的

正念干预程序能够与被试建立 DTA, DTA 不但对

参与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且干预第 3、4 周的

DTA 水平也预测了抑郁、焦虑的改善。而在

Rodrigues 等人(2021)的随机对照实验中, 被试同

样与聊天机器人建立了 DTA, 而 DTA 也正向地预

测了被试的参与度。 

综上所述, HCRs 发展对 ISIs 中用户参与度或

有重要影响, 若要用户具有较高的参与度, 实际

上也要求了用户在更长的 ISIs 生命周期中留存且

活跃, 这对 ISIs 程序的要求无疑也更高, 是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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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基于此, 文章结合

了人机交互及心理学领域的成熟理论对 HCRs 的

发展框架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 并提出一个适应

ISIs 情境的理论模型(图 1)。 

3  现存问题及未来展望 

3.1  HCRs 的相关理论缺乏, 内在机制尚未明晰 

在早期的研究中, 尽管 Bickmore 和 Picard 

(2005)对聊天机器人所呈现的关系线索(如幽默和

同理心)对 HCRs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 但他们

并未构建理论来解释 HCRs 的变化。直至目前, 学

界中关于 HCRs 发展的理论仍未达成共识, 研究

者们对于 HCRs 如何启动、发展、加强, 乃至于

这种关系对人类的影响仍知之甚少, 这也表明了

在该领域中发展新理论的空间仍然较大(Muresan 

& Pohl, 2019; Skjuve et al., 2021a, 2022b)。由于

HCRs 的发展可能与 HHRs 的发展有相似之处, 故

解释 HHRs 发展的现有理论可作为理解 HCRs 的

起点。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基于一些成熟的 HHRs

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ies; 

Emerson, 1976)、人际投资模型(The Investment 

Model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Rusbult et al., 

1994)、承诺信任理论(Commitment-Trust Theory; 

Morgan & Hunt, 1994)来更深入地理解 HCRs 的发

展过程。此外, HCRs 不同阶段对人类心理影响的

内在机制复杂, 因此, 人类线索所带来的影响在

每个关系阶段的重要性或有所差异。例如 ,  在

HCRs 发展的早期, 聊天机器人的视觉、言语线索

对用户满意度有重要影响(Kim et al., 2021), 而在

HCRs 发展的中后期, 非言语线索、关系线索可能 

 

就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基

于 客 观 数 据 驱 动 的 数 字 心 理 测 量 学 (Digital 

Psychometrics; Latynov & Shepeleva, 2020)以及更

长期的纵向研究对 HCRs 的不同阶段作严格地检

验, 进而得出行之有效的设计。 

3.2  缺乏对聊天机器人线索的考量 

首先, 目前多数 ISIs 研究使用了高度面向任

务型的聊天机器人, 且对人类线索的设计欠缺考

量, 研究者们往往只区别聊天机器人有无对因变

量的影响 ,  而忽略了人类线索的重要性 (Chong 

et al., 2021), 这将会导致结果的可比性较差并影

响研究的可重复性。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汇报聊

天机器人所选用的人类线索, 并讨论线索与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其次, 当前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

人类线索与因变量的关系, 但这些线索的设计仍

缺乏理论支撑(Rapp et al., 2021)。尽管 HHRs 理论

是理解 HCRs 发展的重要视角, 但哪些促进 HHRs

发展的因素在 HCRs 中起作用且更为重要, HHRs

发展与 HCRs 发展有何异同, 研究者们仍知之甚

少。因此, 未来的研究需在理论基础上设计人类

线索, 并以更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来检验不同线

索的贡献。再次, 在实际应用中, 数字心理健康有

多种场景, 如智能导诊、情感陪伴、心理咨询、

心理治疗等。研究者需意识到, 不同场景中所需

HCRs 的程度有所不同。例如, 智能导诊场景中用

户生命周期很短, 对效率的诉求相对更高, 因此, 

拟人归因及功利性价值判断在 HCRs 中扮演了更

为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的研究中, 研究者可对当

前的应用场景进行评估, 并专门设计人类线索。

最后, 不同文化背景、性别、年龄段、人格特质、 

 
 

图 1  HCRs 促进参与度的理论模型(注：箭头表示可能的因果关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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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收入水平、症状的用户对聊天机器人所呈

现的不同身份及对应的人类线索可能会产生不同

的感知(Nißen et al., 2022)。因此, 未来还需根据不

同场景中的用户需求及用户特征, 进一步检验能

够达到更优用户体验的身份及人类线索组合。 

3.3  参与度的测量与报告尚无标准 

虽然, 已有一些较为初步的证据支持聊天机

器人进行心理干预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但这些研

究对参与度的评估标准仍缺乏共识。首先, 研究

者 经 常 将 “ 依 从 性 ” (Adherence) 与 “ 参 与 度 ” 

(Engagement)的概念混用 (Beintner et al., 2019; 

Eysenbach et al., 2011)。然而, “依从性”实际被更

多地应用于临床之中, 强调的是一种医患关系。

相较于此, ISIs 中的多数用户并非患者, 故文章选

择“参与度”一词作为描述用户使用 ISIs 程度的总

括术语, 这不单意味着咨访关系的平等, 且用户

也需积极地参与干预。其次, 研究者对参与度的

报告方法仍存在较大差异, 多数研究并未报告参

与度与治疗效果的关系 (Beintner et al., 2019; 

Vaidyam et al., 2019), 在 ISIs 研究中, 忽视参与度

对治疗效果影响的评估, 可能会导致对干预效果

的低估, 同时也影响了研究间的可比性。再次, 目

前在有关 ISIs 的研究中, 多数研究者所使用的参

与度评估指标单一且无理论支撑 , 例如仅使用

“完成练习的数量”这一指标, 但实际可用于评价

参与度的指标十分丰富(Lederman & D’Alfonso, 

2019)。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在理论基础上统一、

丰富参与度的评价指标(Beintner et al., 2019)。最

后, 绝大多数 ISIs 研究仍过度依赖自我报告法, 

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参与度被高估(Flett et al., 

2019)。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 研究者可将程序后

台数据、可穿戴设备采集的生物数据、人口学变量

等客观数据, 与被试自我报告的主观数据进行综合

分析, 以此来更全面地理解参与度这一指标。 

3.4  影响 HCRs 的额外变量有待探究 

除聊天机器人的人类线索之外 , 在实际的

ISIs 中仍有较多因素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第

一, 产品性能。聊天机器人在开放域中稳定性较

差, 除了时有发生的技术错误外(Jang et al., 2021), 

重复且不自然的对话体验也一直被用户所诟病

(Fulmer et al., 2018), 这些因素将阻碍 HCRs 发

展。此外, 有研究发现, 相比单独的功能, ISIs 项

目整体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Berger et al., 2014), 

因此究竟是聊天机器人亦或是 ISIs 整体带来了关

键的改善仍未清晰。第二, 隐私性。在开发任何

一款 ISIs 程序时, 大量隐私数据很可能会存在被

侵犯的风险(McGreevey et al., 2020)。有研究指出, 

若被试认为他们被存储在 ISIs 程序中的数据不够

安全的话, 他们的参与度大概率会降低, 甚至会

直接脱落(Proudfoot et al., 2010)。第三, 新奇效应

(Novelty Effect)。用户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可能会

促进其短期内的积极性, 进而使其参与度被高估

(Croes & Antheunis, 2020; Fryer et al., 2017; 

Nadarzynski et al., 2019)。第四, 恐怖谷效应。基

于恐怖谷理论(Theory of The Uncanny Valley), 当

类人物体逼真至一定程度, 人类对它们的喜爱亦

有可能会转为厌恶(Mori et al., 2012; Song & Shin, 

2022)。鉴于 AI 语言模型发展迅速, 聊天机器人

(如 ChatGPT)的仿真能力也日新月异 (Aydın & 

Karaarslan, 2022; Elkins & Chun, 2020), 因此未来

的 HCRs 研究也应注意此效应的影响。第五, 人

类线索间的交互作用。例如, 聊天机器人使用不

同的身份(机器人身份或是人类身份)将会影响用

户的期望, 并因此影响其他人类线索(如外形、自

然语言对话能力)的效应, 这也提示了人类线索之

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不同线索组合对结果的影

响可能也不同(Go & Sundar, 2019)。综上所述, 未

来的研究需客观评估聊天机器人的作用, 并注意

控制额外变量的影响, 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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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thropomorphic attribution to alliance establishment:  
The effect of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 on engagement 

MO Ran1, FANG Jiandong1,2,3, CHANG Baorui1,2,3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2 Key Lab of Education Blockchai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3 Guangxi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Universities,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AI chatbots can replicate human guidance to improve user engagement and efficacy in 

internet-based self-help interventions (ISIs), thank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owever, the study of chatbots’ mechanisms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To deepen th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we propose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 that 

adapts to the ISIs situation: chatbots can develop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 (HCRs) through the four 

stages of anthropomorphic attribution, utilitarian value judgment,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therapeutic alliance (DTA) to improve user engagement. In future research,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enrich and evaluate the key HCRs theories, construct chatbots based on the HCRs theory, 

examine additional variables that affect HCRs, unify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engagement, and develop 

appropriate engagement measurement methods. 

Keywords: chatbot, engagement,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